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部分，是关于认识的哲学学说。它以人类

的认识本身为研究对象，研究认识的本质、认识的可能性和可靠

性及其根据与基础、认识的形式和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等。但是，

认识论并不是把认识当作一种孤立的现象来加以研究。特别是由

于认识的发生、实现和展开，认识的目的都同实践密切相关，而

人类又是通过认识和实践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追求生

活的自由的，因此，认识论必然要研究认识和实践即知和行的关

系问题，研究如何通过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来满足需要、获得自

由的问题。认识论具有反思的性质，反思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

认识的自觉性，并教导人们善于自觉地处理好认识和实践、知和

行的关系问题。认识论本身就是人类认识自觉性的一种高度集中

的理论表现。

认识论相对于认识来说是后起的。人类的认识本身有一个发

生发展的过程，以人类的认识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也有一个发生

发展的过程。人类从一形成开始，就在同外部现实世界发生实际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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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认识现象。当然，这并不排斥也不能排斥在现实的

的相互作用即实践的基础上，发生了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认识关系。

但是，对这种认识关系进行反思，特别是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反思，

并且建立起以认识本身为思考内容和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学说，则

是后来的事情。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哲学反思，属于哲学的一个

组成部分，它随着哲学的发生而发生，经历了由萌芽到雏形到建

立起比较系统的理论学说的发展过程。认识论史就是研究认识论

的历史发生发展过程的。探讨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的发生发展，特

别是探讨中国历史上各派哲学家关于认识的学说和理论及这些学

说和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则是研究中国认识论史的任务。

认识是以物质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

全面的实现，都离不开物质的实践活动，但它又是属于意识领域

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活动，表现为认识的主体通过感知思维活动

把认识的客体转化为自己观念的内容。在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领

域，包括智力的、情感的、意志的等等因素。通常所谓的认识，主

要指意识领域中智力因素的对象性活动，这就是意识领域中所发

力活动

中，都会有主体的情感、意志的渗入，表现为对某些现象的喜爱

或厌恶、崇敬或恐惧，还表现为力图引起或阻止某种运动，等等。

但是，经过认识论的反思性抽象，人们总是略去那些必然会渗入

认识活动中的所谓非智力的因素即情感、意志等因素的作用，而

只注意主体同客体之间的基本的观念关系，只注意主体头脑中拥

有什么样的客体的观念映象；在智力活动的结果中，则只注意观

念映象与它所反映的客体的相符性，即观念映象本身的真实性。

在原始人那里，意识领域的智力活动同物质的实践活动即外

部的运动，并没有完全分开；同时，在他们的意识领域中，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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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的己

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

方面是人对 然界的关系，另一方面

的活动同情感、情绪、意志等因素的活动也没有明显的区分。因

此，原始人的智力活动或认识活动

布

还不是以相对独立的形式表

现出来的。在他们那里，外部的运动和情感、情绪、意志的活动，

同智力的或认识的活动混为一体，因而“缺少可分析性”（列维

留尔语）。这是原始人的意识的一个特点。

的水

原始人的意识是同原始人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和物质生活

相适应的，是原始人的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马克思和恩

格斯写道：

念、人们是目己的

人们是现实的

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

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

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

际生活过程。

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

这也就是生产

人们的实际生活，首先就是物质生活。但是，为了能够生活，首

先就需要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人类从一开始所展开的第一个活

动，就是生产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

包含着双重关系：

物质生活本身。在人们一开始生产他们自已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

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在物质生活的生

产中

分狭隘

们之间又互相制约

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双重关系在原始人那里都是

的 。 即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

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社会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社会关系，又

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原毛始人的意识，就是关十这

卷，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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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认识与情感冲动、意志努力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中

双重狭隘关系的意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

这是对自然界

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

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

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

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

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

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

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几乎是动物式的物质生活的。但是，正因

原始时代，人们是凭借最简陋、最原始的工具，依靠氏族内

部十分狭隘的社会联系这一因素，同自然界发生十分狭隘的关系，

生产自己十分贫乏的、

为如此，这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氏族集体社会中的存在

和氏族集体的存在，同时也开始意识到外部自然界的存在，意识

到那些在客观上起着作用而又无法控制的异己力量的存在，意识

到氏族集体与可感知的自然界同那些异己力量之间有一种冥冥中

的关系。这是一种超越个体成员而与氏族集体相联系的集体意识。

这种集体意识以氏族集体为主体，它同客体的关系不是单纯以关

于客体的映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包含着关于客体及其某些

真实属性的反映，同时还包含着对于客体以及那些客观上起作用

而又难以理解和控制的异己力量的并不真实具有、但被认为是真

实具有的某些神秘属性的附加想象。因而在关干客体的集体意识

认知、希

望、喜爱、厌恶、畏惧、恐怖等互相渗透，真实与虚幻混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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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人

这种集体意识外化为行动，既表现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生存

斗争，又表现为宗教性的巫术仪式。物质生产活动和生存斗争是

指向着现实的对象并产生出现实的能实际地满足需要的对象；宗

教性巫术活动则指向着想象的神秘意识中的对象，这种对象和与

这种对象相联系的某种东西，或是人们所希望、追求着的，或是

人们所害怕、躲避着的。但在原始人那里，后者同前者并不是截

然分开、漠不相关的，恰恰相反，它们是浑然一体的

那里，后者并不是为了满足现实物质生活需要以外的什么需要，而

正是作为满足现实物质生活需要的一种必要的手段。这种手段按

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当然是非现实的，但在原始人看来却是

非常现实的，因而它成了原始人满足现实物质生活需要的活动的

一个必要的环节，一个必要的补充。然而，即使我们按现代的观

点认为这种手段是非现实的、虚幻的，也不能不承认其中包含着

原始人力图控制异己的自然力量、追求某种有利的结果的愿望和

意志。

在原始人那里，他们同自然界的那种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

们只能从自然界极其狭小的领域获得满足自己现实物质生活需要

的资料，并且还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自然界

几乎完全是作为一种神秘的、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

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但是，他们周围的自然界毕竟同他们的生活

密切相关，毕竟是他们赖以生活的现实环境。他们在同周围自然

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关于自然界的意识，除了关于自

然界对象的真实属性的意识以外，还包含着关于异己力量的神秘

属性的意识，即使是关于自然对象的真实属性的意识，也常常渗

透着神秘的因素。因此，原始人的意识是一种还没有分化的浑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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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

页。

页。

，第 页

的意识，是原始人在同周围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的认知活动

和情感、意志活动的混合产物，其中包含着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

的互渗，又包含着智力因素和情感、情绪、意志等因素的互渗，包

含着真实成分和虚幻、神秘成分的互渗。

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它的典型的表现形式，这

原始人的意识是人类意识的史前时期。从动物心理转化为人

类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人类意识逐渐从动物心

理提升出来以后

就是幻想的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各族是

。恩格斯也曾说，“单

物。在原始人看来

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

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

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

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

原始人的自然神宗教观念（以及氏族图腾观念），表现了原始人对

自然界和对他们自身的看法。这种看法已经涉及到他们自己（氏

族集团）和外部自然界的关系，涉及到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因而

也就是原始人的自发的世界观。这种自发的世界观是形象地表现

出来的，但它却是以理论化形态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即哲学世界观

的胚胎。文明时代产生的哲学世界观正是由这种胚胎孕育出来的。

所以马克思指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

原始神话是原始人的意识的一种反思形式。它不仅反映着原

始人力图认识和支配自然的愿望，而且还以想象的形象化的形式

卷，第

卷，第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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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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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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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经感性地摆

是原始人

页

页。

。神话表现了原始人了解和支配自然界的强烈的愿望和

表现着原始人认识和支配自然的经验。马克思曾说，“任何神话都

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

形象化”

步激发人们的智慧和意志

探索性尝试，虽然在其中想象和意愿的因素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

同时也是原始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通过想象表现出原始人对

自然界的能动关系，同时还有助于进

都是关于原始人的本质力量的

以扩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可以说，原始神话和原始人的劳动所创

造的对象性的存在

的“心理学”。 这种“心理学”也可以说是后来的认识论的胚胎。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十分悠久的国家。根据已有的考

多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东方的神古发掘的资料，在

州大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开始创造着东方的中华文化。从元谋人

文化、蓝田人文化、北京人文化、丁村人文化、河套人文化、山顶洞

人文化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包括了我国原始时代的旧石器

文化（其中又包括旧石器初期文化、旧石器中期文化、旧石器晚期

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关这些文化的考古发掘资料，是一本已经

打开了的关于我们原始祖先的“本质力量的书”

通过这在我们面前的关于我们原始祖先的“心理学”。通过这本书

本“心理学”，我们可以大体上了解我们原始祖先的认识能力和实

践能力的水平及其进化，可以大体上了解他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的范围、程度及其发展，从而也可以大体上了解他们的存在状况和

卷，第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

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见《马克

②马克思曾说：“工业的历史和

的关于人的本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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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黄帝时期开始跨入文

作为这种存在状况的反映的意识的状况。

我国古代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我们的远古祖先如何与自然作斗

争，如何创造社会文化的神话。这些神话具有反思的性质，以想

象的形象化形式相当典型地概括了我们的远古祖先支配和改造自

然的愿望、意志、勇气、经验。例如盘古开天辟地，女

天，

炼石补

射九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反映了远古祖

先从一开始就具有支配和改造自然的雄伟气魄和强烈愿望。又如

佃以渔”，神农氏“所木为耙，

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

木为来”，教民农作等神话传说，

则是以形象化的形式典型地概括了我们的祖先认识、掌握和利用

自然力与自然物的属性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经验。特别是关于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

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它说明我们的祖

先是经历了十分艰苦和危险的实际体验，才逐渐认识到一些自然

物的属性的。因此，这些古老的神话传说，都可以说是关于我们

的远古祖先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我们远古祖先的“心理学”。虽然

它们是以想象的、神化了的形象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也反映了

我们的远古祖先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创造属人的文化世界的愿

望与经验，包含了对这种愿望和经验的反思性总结，因而它们可

以说是认识论的原始胚胎。

中国历史大约在公元前

明时代的门槛。黄帝被尊为华夏民族的祖先。传说黄帝时期已开

始“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并造舟

传说也是这时的发明创造。约到公元前

车、弓矢、甲兵、屋宇、衣裳；还有养蚕、文字、甲子、乐器等，

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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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历史开始跨入奴隶制时代。夏王朝以后的殷商（公元前

年），是中世纪一公元前公元前 世纪）、西周（公元前

国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中国历史在进入文明时代和奴隶制

社会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水平也有

较大的提高。特别是治水斗争的展开，农业生产的发展，青铜器

的制造和使用，表明人们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认识能力与实

践能力有了明显的进步。

这时社会上已开始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恩格斯

在谈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以后，人们习惯于用思维

来解释他们的行为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

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

到了次要的地位；何况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

初期阶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

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

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

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

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

代

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出现，认识逐渐取得了相对独

立的地位，并愈来愈具有指导人事行为的意义。于是人们开始重

视对自然界的认识，并运用这种认识来指导人事活动。中国

社会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农业就成了社会生产的一个主要部门，

而农业生产为了定季节就需要有天象知识。所以中国古代很早就

页卷，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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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

有观测天象的专职人员。在《尚书

和，钦若

尧典》中就有帝尧“乃命羲

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传说记载。有专人

负责天象的观测，以指导农时的安排，这只能是出现了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后的事情。这一事实也说明脑力劳动者所掌

握的科学知识，对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实践是有指导意义的。

但是，当时的科学知识还处于萌芽之中，而且，这种科学知

识的萌芽还同虚幻的宗教观念纠缠在一起。在历史由原始社会时

代进入奴隶制时代以后，随着社会阶级剥削的出现，地上有了作

为最高统治者的王，于是人们在万物有灵和多神观念的基础上，通

过想象的升华也在天上安排一个帝。天与帝一联系起来，就成了

宇宙的具有无上权威的最高主宰。人们把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

现象都归之于天帝有意的安排，地上的王也是按天上的帝的意志

进行统治的，这就是所谓“受天命”。这种观念在夏代就已经产生，

召诰》），说明夏代的奴隶主贵族就

已经假借天帝的意志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到了殷商时代，进一步

形成了一种以天命观念为核心的宗教世界观。殷商奴隶主贵族认

为，宇宙万物万象的产生与变化，人事活动的吉凶与祸福，都是

由天帝安排与决定的，都是出于天帝的意志。要了解自然界的各

种现象及其变化，要知道人事活动的吉凶与祸福，就必须窥测天

帝的意志。当时在君王的左右有专职的巫史从事卜笙活动，以便

向天帝请示 在了解天帝的意志，使自己的活动得到天帝的指导

保存下来的殷代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关于天象风雨、年岁丰啬、征

以预测吉凶祸福。尽管卜

战吉凶等事的占卜记录，说明殷人凡是有所举动，都求卜于天帝，

是一种宗教迷信活动，但它也曲折地

透露了人类活动的自觉性的特点，说明人们在心理上力图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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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和总结概括人事活动经验的产物。

的活动摆脱盲目性，能够得到某种意识或观念的指导，可以确立

一种有心理凭借的信念和信心。

是否准确，要

卜笙是为人事活动（包括人们处理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的活

动和处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活动）服务的卜

的观念结果虽

由人事活动的结果来检验。由卜筮形成的观念虽然是虚幻的，但

人事活动却是实际的，它总要与现实世界接触，因而必然会促进

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的发展和深化。同时，卜

，所以这种偶然的

然同人事活动的实际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也可能有

偶然的一致。由于当时凡事都要事先进行卜

一致也会增多。于是人们就认为这种偶然的一致是必然的，并且

进一步把它普遍化。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就逐渐概括出一些普遍

的原理，作为卜笙的一般推断根据。

大约酝酿于殷商后期而成书于西周初期的《易经》，可能就是

加工整理得到验证的占

同人事的实际活动神秘地联系起来，但其中尽管《易经》把占

确实包含着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客观内容，反映着现实世界的

一些真实的辩证联系，并且还反映了它的作者们有相当高的抽象

思维水平。特别是它发明和使用的“一”和“一”这两个对立性的

符号，是人类凭借符号观念地掌握世界的思维发展史上的一个伟

过八卦的有规则的重叠形成六十四卦

大创造。它通过这两个符号的有规则的排列组合形成八卦，又通

合三百八十四爻。每一卦

都有卦名、卦辞，每一爻都有爻辞《易经》就是用“一”和“一”

这两个符号的有规则的不同排列组合方式和表述与解释这些排列

组合方式的卦名、卦辞、爻辞，来反映和概括现实世界的各种事

物、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的。当然，《易经》是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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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它既有对以往经验和认识

于占

，无往不复，艰贞无咎”。

的书，它力图通过卦象的变化来想象某种客观事物或现象

同某项人事活动之间的联系，以顶测人事活动的吉凶祸福，并以

此为根据作出关于人事活动的决断。这本来是以巫术迷信为基础

的，但其中又确实包含着对以往的生活经验和认识结果的反思，对

开展新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确实具有某种指导作用。比如，

《泰卦》的“九三”爻辞说，“无平不

导人们的实践和认识

这就是根据以往的生活经验和认识结果，揭示了对立面可以相互

转化的真实的辩证法，而这一揭示，对于指

，凶。”这是对以往的军事行动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又如《师卦》的“初六”爻辞说：“师

出以律，否

对新的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又如《乾卦》的

“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告诫

人们只要勤奋努力，又能警惕，坚持不懈，则虽处危地，亦可无

咎，说明人们自己的努力与态度对于行事的吉凶休咎有密切的关

系。所以，《易经》虽是用于卜

成果的反思，又有对未来活动状况的预见，因而具有一种认识论

的功能。特别是它所发明和使用的“一”和“一”两个符号，更为人

们凭借符号用观念的方式掌握世界，提供了一种简易的形式化的

工具，其启发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洪范》提

《尚书》中的《洪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认识论史中最早的

一篇具有哲学认识论性质的著作。按旧说，《洪范》是箕子对周武

王所问什么是治国安民的常道的回答，此说虽不一定可靠，但大

体上可信其是西周的作品，尽管可能经过后人的加工。

期。年第①参见金景芳：《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载《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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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作哲，

出了治国安民的九种大法即所谓“洪范九畴”，其中包括关于五行

的观念。所谓五行，《洪范》说：

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

火曰炎土，木曰曲直，金日从革，土爱稼穑。润下作咸，炎

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这是对五种自然物质的特点和性能的概括，显然是从生产实践和

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所得到的认识结果。《洪范》的作者把五行作为

九种大法之一，就是要人们根据它们的特点和性能来安排自己的

活动。《洪范》的作者还提出，人们要使自己的活动与天时相协调，

必须利用岁、月、日、星辰、历数等“五纪”；有所举动，必须顺

应雨、晴、暖、寒、风等自然气象的变化。以上这几项可以说是

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说明治国安民要遵循自然的法则。

“洪范九畴”还包括所谓“农用八政”、“建用皇极”、“又用三

德”、“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几项是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说的

强调治国安民之道在于通过各种正确的措施，从各个方面处理好

各种社会关系。这些所谓大法，是《洪范》的作者反思过去的历

史经验，特别是从殷封王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所得出的认识，对

于刚刚取代殷商而立国的西周统治者如何治国安民来说，的确是

很重要的。

“洪范九畴”还包括所谓“敬用五事”、“明用稽疑”。这可以

说直接涉及到了认识论的问题。所谓“五事”，《洪范》说：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

聪作谋，睿作圣。

“五事”是指人的形貌和能言、能视、能听、能思的能力。“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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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今天其相民， 亦惟卜用。”（《尚书

五事”就是形貌要恭谨严肃，言语要条理顺畅，视要清楚明察，听

要聪敏有谋，思要通达入微。《洪范》所提出的“敬用五事”，可

以说是在我国认识论思想的萌芽时期关于人的认识能力和如何发

挥人的认识能力的最早的和最简要的论述。

《洪范》的作者在谈到“明用稽疑”时说：

谋及卜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

筮。

这是说，你如果有重大的疑难，首先要运用自己的心思多作思考，

《洪范》的作者虽然特别重视卜

然后再征求卿士们的意见，再征求庶人的意见，然后再“谋及卜

的作用，但认为统治者要

解决疑难问题，得到正确的认识，对事情作出正确的决断，不但

要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而且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这是具

有认识论意义的积极思想因素。

《洪范》中的思想是以承认天帝的权威为基础的。它的作者认

为“洪范九畴”是由天帝首先赐与夏禹的，所以治国安民的“常

道”也就是天帝的意志。它还认为地上统治者的态度和行事的好

，也就是要通过卜坏可以与天帝发生感应。它重视卜 来窥测

天帝的旨意。但《洪范》的一些思想内容又确实具有对以往认识

经验的反思性质，并且明确提出和强调“敬用五事”、“明用稽

疑”，因而是具有明显的认识论意义的。

西周的统治者继承了殷人的天命思想，声称周灭殷以取而代

之，也是天帝的旨意，是“有命自天”。他们仍然用占卜来探求天

帝的旨意，把占卜作为了解天意的途径从而也作为办事的根据。所

以周公强调，“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

大诰 但是，他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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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

过对夏、殷两代灭亡的教训的反思，对传统的天命思想作了一定

的修正，强调统治者敬德的重要性。周公说：

召诺》）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

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尚书

周公认为，夏、殷两代之所以早早地丧失了天命，是由于不敬德。

于是周公提出要把“敬德”作为永保天命的根本。他告诫成王说：

周召诰

依”（《尚书

公还强调在上位的统治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还要“知小人之

无逸》）。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使小民

服从。由此可见，周公虽然仍以天命思想作为维护周王朝统治的

思想武器，但他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

思认识到统治者的作为是否合乎德行、顺乎民心，对于维护自己

的统治地位是很重要的。

号：

从西周后期到春秋时期，奴隶制度日益走向衰落，奴隶主贵

族的统治地位出现了严重危机。虽然保守分子继续在宣扬“天命

未改”，但天帝的权威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人们己经“不畏于

天”，怨天、骂天之声不绝干耳；人们甚至喊出了这样的

小雅“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诗经

十月之交》）这是把天上和人间加以区分的一种表现

始认识到应该用人的自身作为来解释人间的

表明人们开

情。春秋时期，天

退飞传》

人相分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进一步明确。比如，据《左

公十六年记载：这一年的正月“陨石于宋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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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宋都”。宋襄公问周内史叔兴，这两件事的“吉凶焉在”？叔兴

当面敷衍了几句，退而对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

生也。吉凶由人。⋯⋯”又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这一年

的五月，大火星（心宿二）出现于黄昏，又值刮风，不久，宋、卫、

陈、郑等国发生火灾。郑国有人向执政子产建议，用宝祭神以攘

除火灾。子产予以拒绝并指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

以知之？⋯⋯”上述叔兴、子产的论断，都是十分明确的天人相

分的思想，认为天象、天道之事与人事的吉凶没有直接的联系，人

事的吉凶是由人自己决定的。

由于人事的吉凶要由人自己负责，因而怎样做事，怎样行动，

就越来越成为人们自觉思考的问题。而人的行动是受一定的思想、

认识指导的。“先思而后行”，这是人事活动的一种常规，所以这

时便也提出了思和行或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比如子产说：“政如农

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

有畔，其过鲜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思想好了再行动，行

动不超越思想所计划好的范围，就可以避免或减少错误。这是强

调思想对行动的指导作用。另一个郑国人子皮提出：“非知之实难，

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这是强调“知之”必须“行

之”，而“行之”比“知之”更难、更重要，只有能“行之”才是

真正的知。子产和子皮都不是专门讲认识论的，但他们通过对自

己的经验和教训的反思，提出了思和行或知和行的关系，则确实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认识论问题，它在整个中国认识论的历史

中，始终是哲学家们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在春秋时期

明确地提出来，是人们对人自己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进行了自

觉反思的结果，是抽象的理论思维发展的产物。当然，这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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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物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先导，经历了长期的历

史准备，同时又标志着一种新的开端。它意味着人的认识和实践

本身开始成为人们自觉思考的对象，表明人们开始认识到和觉悟

到社会人事活动的结果如何，应该由人自己来负责。因此，人们

不能不认真思考自己应该如何行动、如何处理自己和自身以外的

世界的关系，才能得到好的结果，避免失误和灾祸。

春秋后期，可以说是真正具有理论形态的认识论思想开始产

生的时期。如果说当时的一些著名政治活动家结合对有关政治活

动包括军事活动的根据的思索，而涉及到一些有关的认识论问题

的话，那么，从孔子开始到战国时期兴起的诸子，则越来越普遍

地和自觉地讨论一般认识论问题。讨论的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

泛、丰富。诸如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可能性、主体的认识能力、认

识的途径、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和价值标准、名实关系、知行关系、

能否和如何获得自由等问题，都成了哲学家们所关注和思考的共

同问题，并且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认识论理论体系。所以，从探索

孔子的认识论思想开始，我们就真正步入了具有哲学理论形态的

中国认识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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